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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学社会化成功的原因 

邓智旺 

(中国计量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儒学在汉代真正取得了独尊地位，中国社会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儒学社会。汉代儒学成功社会化主要在

于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下，通过建立儒学教育教

化体系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儒学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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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Han Confucianism socialization 

DENG Zhi-w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gained the predominance status and Chinese society had gradually been 

shaped as a Confucian society. Reasons for Han Confucianism socialization mainly lie in its response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bsorbing the useful elements of other schools, implementing and promoting Confucian education 

system into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uler’s authority, making Confucianism values the society’s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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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学说传播得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它的社

会普及程度和被社会实践的程度。儒学是中国历史

中社会化最成功的学说。所谓社会化，如美国心理

学家弗洛姆所言，是“社会诱导社会的成员去做那

些要想使社会正常延续就必然做的事”，是“使社

会和文化得以延续的手段。”[1]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

家政权的倡导和推动下，将儒学理念灌输给社会的

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2]从历

史实践来看，汉代儒学社会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

果，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无

人不受其影响。汉代儒学的社会化不仅对儒学自身

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民

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

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

的结果。[2]近年来，学界对儒学在汉代的传播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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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关注较多，但相对忽视了儒学在汉代成功

社会化的原因。汉代儒学的社会化有其内存的历史

原因，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形式，在儒学社会

化的历史进程中有其独特的标本意义，笔者拟对汉

代儒学社会化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当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一、顺应历史发展并吸收其他学派成果 

如众所知，经过秦朝的暴政和长期的战争，西

汉建立。在建立之初，西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经

济萧条。为此，统治者实行了以无为而治为特征的

“黄老之学”来缓和社会矛盾，以治疗战争的创伤。

所谓“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

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

作‘画一’之歌。”(《汉书·循吏传·序》)这在祛除

秦暴政之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等方面都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消极作用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其一，在对外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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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无为而治的“和

亲”让步，并没有达到和平安宁的目的，反而是匈

奴在边境步步进逼，大有侵掠中原之势；其二，在

对内问题上，在处理中央皇权与地方藩王的关系

中，无为而治的姑息妥协也没能使刘氏宗族团结一

致形成稳固的政权，反而招致“七国之乱”威胁中

央政权。此时的汉王朝通过休养生息后迫切需要开

疆拓土与加强中央集权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显然，

以无为而治为特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王朝

的这种需要。中央集权需要新的能够克服黄老学说

无为而治内在缺陷的理论作支撑。儒学很好地把握

了这一历史发展机遇，通过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适时地奉上了汉王朝统治者迫切需要的大一统理

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强调：“唯天子受命

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

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

人君受命于天，君权乃天所授，奉天承运，进行统

治，君乃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

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显然，

君主权威的神圣化有利于维护皇权和构建大一统

的政治局面。董仲舒还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

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攘夷，一统于天子，并使

四海“来臣”。他在评价齐襄公为报九世之前齐哀

公被烹杀之仇灭纪一事时说：“九世犹可以复仇

乎？虽百世可也。”(《春秋·公羊传》)这为汉武帝

反击匈奴找到了绝佳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在进

攻匈奴的诏书中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

时单于书绝悖逆。①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

大之。”  

同时，汉代的儒学思想家以儒学为本，吸收融

合其他思想学说，对儒学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派主要是儒、法、道、阴阳等，

这些学派大都关注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各

派在相互争辩的同时相互吸收合理成分，试图为统

治者提供系统的社会统治理论体系。这个时期的儒

学思想家、政论家通过吸收各家思想学说，使儒学

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统治者需要的社

会统治理论。如陆贾援道入儒，强调治理国家以道

德仁义为本，以无为为用，两者结合，达到天下大

治。贾谊则是援法入儒，主张用儒家的礼治和法家

的法治相互为用，完善统治。他强调：“夫礼者禁

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

谊传》)董仲舒不仅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学说相互融

合，从哲学的高度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概括为阴

阳之道，而且将儒家的基本理论与各家学说的有关

思想相互融合，并结合汉初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比

较系统的社会治理的理论原则，成为了汉初儒家思

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是一个更高的阶段上融合

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体系”。[3] 

可见，儒学顺应了历史需求，极大地吸收其他

学派的合理成分，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

其他学派的思想经过长期的流传在社会上已经有

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儒学撷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

自身也就易于为社会所接受。顺应了历史发展具有

理论的先进性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内在动力。 

二、统治者对儒学的推行和提倡 

儒学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因而得到了统治者

的青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和整个社会的指导

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这也是儒学成功社

会化的权力保证。汉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行和提倡

主要表现在： 

1．统治者身体力行儒学理念 

作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就是身体力行儒

学理念的典范。根据历代《孝传》成书的《二十四

孝》中记载，汉文帝亲自悉心侍奉患病的母亲三年

有余，不仅先亲尝苦口之药，而且是日夜陪伴“目

不交睫，衣不解带”，在“孝”方面做出了典范。

宣帝则“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厉精为治，

五日一听事。”在“勤政”方面堪称典范。章帝在

位 13 年中，减免民赋多次，除惨酷之科五十余条，

“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与诸侯王亦相安克

谐，“群后德让”，后宫称治，以“宽仁”流誉后世。

成帝为太子时，“壮好经书，宽博谨慎”，有一次元

帝有事急召，但成帝亦遵守礼法，“出龙楼门，不

敢经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

元帝知而“大说”。(《汉书·成帝纪》)有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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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认为汉治近古，即使到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

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代的官员也同样注重身体力行儒学理念以

感召民众。如昭帝时，韩延寿为吏，“上礼义，好

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

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

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

斧铖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

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后来

韩延寿又做了左冯翊，视察到高陵，恰好遇到兄弟

二人为田地争执诉讼，韩延寿并未简单地处理他

们，而是自责说：“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

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

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

这一天，他不再处理政务，闭门思过。长官如此，

结果“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

待罪”，诉讼者的宗族也纷纷责备兄弟俩，兄弟二

人深为悔恨，找到韩延寿负荆请罪，表示“愿以田

相移，终死不敢复争”。统治者能够身体力行儒学

理论，自然有极大的感召力，从而推动了儒学的社

会化。 

2．把儒经裁定为官方的权威标准 

儒经逐渐得到官方认可的主要标志事件有西

汉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的白虎观会议、正定五经。 

石渠阁会议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前 53 年)召开

的。《汉书·宣帝纪》载：“诏诸儒讲‘五经’同异，

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宣)帝亲称制临决

焉。”可见，会议由号称“儒宗”的萧望之主持，

汉宣帝亲自参加。所谓“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

也”(蔡邕：《独断》)。宣帝对经义异同的问题，以

“法制”形式加以决断，表明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得

到政治权威的认可。 

在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 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

上，兰台校书郎杨终建议：“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

经’于石渠阁。……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

(《后汉书·杨终列传》)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成就

了《白虎通义》(也称《白虎通》或《白虎道德论》)，

这部书是用官方裁定的方式统一经学。白虎观会议

也是讲论“五经”同异，皇帝称制临决。 

东汉晚期，传授经学的风气每况愈下，甚至出

现经文作弊伪造的恶劣行为。就在这种情势下，有

识之士倡议整顿太学读经教育，具体措施之一便是

“正定五经”。汉灵帝时，议郎蔡邕，“以经籍去圣

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空凿，疑误后学”，遂与另

外七人联名“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蔡

邕列传》)汉灵帝立即采纳，“诏诸儒正五经文字，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灵帝纪》)有《尚

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

经的本文，共 46 枚，作为规范的经学教科书。据

载，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轰动一时。“及碑始立，

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五经”

文字既正定，“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后汉

书·蔡邕列传》) 

显然，无论是石渠阁会议，还是白虎观会议，

还是正定五经，都是统治阶级为保证儒学按照自己

需要的方向发展而进行的对经学的裁定，这不仅有

助于儒学本身的发展，而且使儒经成为统治者统一

思想和衡量事物的标准，甚至“以经断事”。 

3．把儒学理念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 

汉代选官标准，“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

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史记·儒林列

传》)汉代从此确定了以儒家理念为标准的选官用人

原则，并明文规定只要通一经者就授予官职。一时

间，士人挟儒术而入仕者多如过江之鲫，“公卿大

夫士吏斌斌多文学(儒学)之士。”(《史记·儒林列

传》)在汉代通儒术获得官位，实为探囊取物之事，

太学的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

学生努力求学。因儒生入仕后就可获得优厚的经济

待遇，当时社会上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籝，不

如教子一经”。 

汉代选官在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儒

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

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之后……明经

之士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

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4]而大批儒生进入政

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政事。官吏群体的

儒学化，必然会推进儒学的社会化。正如张涛所说：

“官吏队伍的儒学化、经学化，既是汉代最高统治

集团借助儒家经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的一

个重要步骤，又是儒学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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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契机。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 传授、研习儒家

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经学迅速繁盛起来。”[5] 

4．把儒学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 

前人曾指出，“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

“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
 [6]自汉代尊儒习经传统形成后，儒家获得了空前的

普及，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儒家的经书中去

找依据，就是老百姓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儒家理念成为了人们日常行

为规范的准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朝廷的封禅、

巡狩、郊祀、宗庙等大事，必须引经据典，官僚上

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

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出现诏令征引儒经

的训政风气。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

的西汉诏书约 180 篇，这些诏书中共征引经文 35

次，在武帝时引 8 次，成帝时达 10 余次之多。东

汉诸帝下诏引经更多，《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

诏书约 120 篇，征引经文凡 50 次，其中征引次数

最多的是汉章帝，达到 20 余次。从诏书征引儒经

的内容看，主要涉及重农、举贤、治吏、宽刑、攘

灾异、应祥瑞、施惠政、申礼制、倡论理、示谦惧

等十余个方面。这十大方面大致反映了国家政治生

活的各方面，诏书频繁引用儒家经典的事实，也说

明儒家治道与汉代君主政治的结合。同时，汉代儒

学教育也影响君主依据经义条文处置具体政事，所

以唐殊指出，“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

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唐殊：《两汉三国学案》

卷九) 

就一般士人而言，“通经”可以做官，是“致

用”的一个方面。做官之后，又可利用经学的知识，

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吏员们则用

经书来代替法律，时常出现以《春秋》决狱、经义

决狱和经义定大议论等事例。如宣帝时，有一男子

来到皇宫前，自称卫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举朝

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来了后，下令抓起来。有

人认为情况还没弄清，还是不要莽撞为好。隽不疑

说：“昔蒯瞶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

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昭帝及辅政大臣

霍光知道后感慨说：“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汉

书·隽不疑传》)这是以经义解大疑之事例。类似这

样援引《春秋》之义处理国家政事的，在两汉书中

的记录达到数十例。可见，儒学在统治者的推行下

已广泛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推

动了儒学向社会的洇染。 

三、儒学教育教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汉代统治者深谙“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

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民有质朴，

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

(《白虎通·三教》) 汉代提倡儒学，推广儒学价值，

目的也在于淳厚人心，敦化风俗。是故，统治者通

过控制教育，把有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思想灌输给

全体社会成员，把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行

动纳入大一统或一元化的轨道。 

1．学校教育的儒学化，推动了儒学的研究和传播 

汉代自武帝诏令设置太学，并令“天下郡国皆

立学校官”以来，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就构成传播

儒家学说的中心网络。以中央太学而言，昭帝时举

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

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

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

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

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

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汉书·儒林传》)赵翼说：“士

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经义之专门名家，惟

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

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

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 

再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汉代官学基本上都以儒

家经典为教材，《诗》、《书》、《礼》、《易》、《春秋》

成为汉代官学法定的经典。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

其书名又添上了“经”字，曰：《诗经》、《书经》、

《礼经》(《仪礼》)、《易经》和《春秋经》。汉朝

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博士都是精通某一经的

儒生，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授儒家经书。 

上行下效，中央重视，地方官亦极力在乡学中

推行儒经，如寇恂为汝南太守，“乃修乡校，教生

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桓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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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城长刘梁“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

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刘梁此举取得

了“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的良好效果。

(《后汉书·文苑列传下》)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

除选派本郡好学者去京城太学学习外，又在蜀郡设

立了学校，以儒学培养人才。汉武帝对此很是赞赏，

“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

全国设立郡县学校以儒学进行教授，这在当时是儒

学普及的重大举措，也是儒学发展的表现。 

儒学经典不仅是官学的基本教材，也是私学教

育的基本内容。私学是汉代借以向社会推行儒学的

又一主要途径。西汉在武帝之后，私人教学相当发

达，私人教学容纳的学生人数远比太学为多，一些

硕学名儒一直从事私人教学，吸收大批生徒于门

下。西汉官学立博士充满着斗争，未立为博士的经

学大师，仍坚持私人传授，逐渐发展成今古文经学

的长期激烈论争，从而更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私学

在完成启蒙教育后，就进入初读一般经书阶段。这

一阶段一般由“乡塾”来承担，其教师称“塾师”

或直接称“孝经师”，要求读的经书主要是《孝经》、

《论语》、《尚书》或《诗经》，还有的读《春秋》，

但《孝经》和《论语》为必读。 

可见，汉代的学校无论官学、私学，还是家庭

教育，教学内容多是儒学五部经典。儒学教育体系

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儒学社会化有了正规途

径，通过教育系统，政府可以有意识地、连续地灌

输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这对儒学的传播、儒学价

值的推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儒学教化的日常化，长久自然地浸润民众 

儒家历来重视社会教化，注重教化的作用。社

会教化的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汉代儒

学教化主要有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员推行的社会

教化以及乡里自发的道德教化，形成了从中央到地

方的各级社会教化体系。 

(1)最高统治者推行的社会教化。作为汉代最高

统治者的皇帝非常重视用身教来引导人们，以自己

的一举一动，给臣民们作示范。“教者，效也。上

为之，下效之”(《白虎通义·三教》)。在汉代，

皇帝常常亲自讲论儒家经典推行儒学。比如光武帝

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每旦视朝，日

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更是十岁能通《春

秋》，即位后，讲论儒经，宣扬儒学，每年行养老

礼时“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

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

传》)。最高统治者的亲讲儒经，提倡儒学，推广儒

学价值，深深地影响着民众行为，有力推动了儒学

的传播、推广，使儒学易于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

和认同。 

(2)地方官员推行的社会教化。汉代的地方官员

多为儒士，他们注重淳厚人心，敦化风俗。如倪宽，

为左内史时，治理地方，注重德治，为民表率。“劝

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

择用仁厚士，推情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

桓帝时的刘宽，历任三郡，“每行县止息亭传，辄

引百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后汉书·刘宽传》)桓帝时任考城县阳遂亭长的

仇览，通过不厌其烦地反复劝诱，使“凶恶不孝”

的羊元“深改悔，……遂修孝道，后成佳士。”(《后

汉书·仇览列传》)地方官员崇尚儒学，遵从儒学重

德治、施仁政、重教化的传统，把践行儒学作为自

己为官从政的重要事务，使当地形成习儒经、崇仁

义的风气，为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3)社会乡里民众自发的道德教化。汉代居于乡

里的一些有名望的儒生，常以儒家道德和自己的言

行去教育感化乡邻。“梁上君子”②就是一个汉代

乡里名流教化乡邻的故事。社会乡里民众自发的道

德教化，从身边、从家庭的小事做起，虽没有权威

的推行，也没有名位利禄的引诱，却能持久地打动

人心，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思想，起着“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其推动儒学社会

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统治阶级

身体力行儒学理念，对儒学进行了权威推行与提

倡，使儒学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成为官吏选

拔的标准。这一方面促成了官吏群体的儒学化，提

高了广大士人崇慕儒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

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儒家获得了空前地普及

并成为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同时通过建立儒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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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化体系，使士人普遍经历了一个儒学化的过

程，并通过士人阶层向民间社会传播、浸润，使儒

家的价值观得到普及，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和

思维方式。汉代儒学社会化创造的许多行之有效的

形式和具体实践，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念社会化有着借鉴意义。 

注释： 

① 汉高祖曾有“白登之围”被迫向匈奴贡献金帛女子的耻

辱；吕后也遭遇过匈奴致书辱骂而忍气吞声。 

② 据《后汉书· 寔 寔陈 传》载，陈 在家乡间，秉心公正为人

表率，大家若有争论是非，就到他那里求个公正判断，

他一定据理详细说明对错，当事双方事后都没有什么异

议。有人甚至说：“情愿被官府惩罚，也不愿被陈先生

说不是。” 寔有一年灾荒，有小偷夜间进入陈 家里，躲

寔在房梁上。陈 暗中发现了，就起来整顿衣服，让子孙

聚拢过来，严肃地训诫他们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 寔小偷听了非常惊恐，从房梁跳到地上，向陈 叩

寔头请罪。陈 慢慢详细地告诉他说：“看你的样子，不

像是个坏人，应该赶紧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

人。然而你干这样也是被穷困所迫。”吩咐送给他两匹

绢。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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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汉语水平，而且能获得身份认同，提升他们

在内地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也必须加强对维族农

民工自身的教育，帮助他们增强法律观念，使其改

变一些陋习恶习，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

这样从两方面入手，才能扫清维族农民工内地城市

适应的观念性障碍，大大提高维族人外出务工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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